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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伟：“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
从本质讲，教育行政化是指政府行政权力过度介入教育领域，使教育相关活动偏离知识传承、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正常运行的规律性，并过度向学校渗透造成一系列“官本位”取向的制度规范，严重干扰了学校内部正常的领导、组织、激励、协调和控制等行政管理工作，最终制约“教、学、研”各方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扼杀了卓越人才培养的活力。

现阶段，我国教育行政化主要有两个相互依赖的表现形式：一是政府赋予学校一定的“行政级别”，使学校成为政府机关行政序列的一个“官化”的层级；二是在给定“行政级别”的基础上，学校内部通常又依照高、中、低三等级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形成与政府行政机关对口或对称的权力系统，对学校资源进行具体的使用和分配。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去行政化”改革，从“共识”到目标实现，还将遇到各种现实条件的障碍。这难免使人担忧教育改革会流于形式，变相为一种“有口号，无行动”的清谈。教育改革需要一种新的综合性的制度设计，否则“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单独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学校和社会的交流，比如资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沟通等等这些都将失去重要基础”。比如，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公立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而高校还需要通过招生向学生收取一部分学费，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在这样的体制下，如果只是摘除了学校的“行政级别”，学校同其他有行政级别的社会组织在财政资金的争夺中，就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失去“官位”的不同公立高校之间以及公立高校与民营高校之间在招生竞争中也会丧失原有的行政“保护伞”，导致实际的利益冲突。再如，在信息获取上，按照我国现行的信息保密相关法律和法规，政府机关与学校之间的信息沟通或文件传递主要是按照相应的行政级别上传下达的。如果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政府有关部门的某些重要文件就很难下达给学校。

至少从目前看，我们不能把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简单化、片面化为摘除学校的“行政级别”。实际上，如果只是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或许只需政府出台一纸文件就能办得到。但如此简单的动作，根本不可能消除教育行政化的“痼疾”。必须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作为“去行政化”改革的保障，否则名义上取消了的“行政级别”，照样可以“阴魂不散”、如影随形。如同在“政企分开”的国企改制中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名义上取消了国企的行政级别，但很多国企实际上仍然有与行政级别相对应的“影子级别”。

其实，比简单化摘除“行政级别”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设计一套新的制度安排，以防范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这将是一项需要有高度智慧和责任感的系统工程。能不能重新建立起一套适应当代中国及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特色的、反映教育教学运行规律的制度体系，不仅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能力及其使命感的反映，而且也是衡量和检验校长们是否真正具备“教育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去行政化”的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虽然主要的关节点是革除学校的“行政级别”，以彻底改变学校隶属政府的行政关系，恢复学校本应有的“非政府、非盈利”社会组织面目；但在深层次上，应落脚在构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上，依照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权利关系，而不是命令、服从的权力关系，完善组织内部各种教学关系，使师生员工的能动积极性都得到解放，使学校真正成为充满微观活力的创造主体。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可设想的制度框架就是在政府和学校之间“嵌入”一些非盈利性质的社会组织，建立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学校的“防火墙”，使政府和学校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比如，在财政拨款体制中可以建立教育基金类组织，变政府对学校的直接注资为间接注资。这样不仅能避免将政府的教育投资责任“异化”为一种对学校的任意支配权，并防止“跑部钱进”的官场腐败，而且还利于对学校资金的使用进行社会监督。同时，这类基金组织由于其社会性，更便于接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总之，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是一项任务紧迫而又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急得”，也要“科学”，切忌简单化和片面化！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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